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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十年

SARS 消失了吗？真的
无影无踪了吗？

2012 年 9 月 23 日，世
界卫生组织发出全球警告
称，在卡塔尔一名 49 岁男
性患者体内发现了与 SARS
病毒属同一家族的新型冠
状病毒，患者出现发烧、呼
吸困难等 SARS症状。但该
病毒和之前发现的冠状病
毒种类都不相同。

到 2013 年 3 月 12 日，
全球共向世界卫生组织通
报了 15 例病例，其中 9 例
死亡病例。除了严重的呼吸
道症状外，一些病人还出现
肾衰竭。

SARS 病毒回来了吗？

是否死灰复燃

“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与 2003 年的 SARS 冠状病
毒是没有关系的。”香港大
学微生物系教授袁国勇告
诉《中国科学报》，“但是与
我们在扁颅蝠和东亚家蝠
身上分别发现的 HKU4（港
大 4 型）和 HKU5（港大 5
型）冠状病毒十分相近。东
亚家蝠在中东、沙特地区都
有，应该都是通过其他动物

传染给人类，但到底是哪一种动物，目前还不
清楚。只是有些推测，可能是类似骆驼、山羊、
马一类的哺乳动物传给人类。”
不过袁国勇对此次中东的新型冠状病毒

的疫情表示乐观态度，因为他们在 2007年就
已经发现了 HKU4 和 HKU5 这两种冠状病
毒。已知了病毒源头后，控制此次中东疫情就
比起 2002年底 SARS刚刚发现时控制起来容
易很多。
记者也从世界卫生组织了解到，与 SARS

病毒不同，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似乎不容易在
人际间传播。目前的研究数据也无法证明这
种病毒比 SARS病毒更危险。
自发现首个病例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密

切监测情况，并与合作伙伴不断做出调查，确
定可能的感染源以及接触途径，确定确诊病
例的密切接触者并且加以跟踪。一旦发现这
一新病毒具备在社区导致疫情的足够传播
力，就确保作出高度防备。有些病毒在存有密
切接触的情况下（如在家庭里的接触），可能
会引起有限的人际间传播，但是并不具备引
起较大范围社区疫情的足够传播力。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
授管轶一直在追踪 SARS病毒。他认为，十年
后的今天，对于病毒的检测，从手段上比起十
年前他们检测病毒的遗传密码进步了很多
倍，甚至几百倍，“因此如果 SARS再出现，起
码我们能很早检测出来，而不太容易形成传
染规模”。

管轶告诉《中国科学报》，在 SARS暴发
时，除了出现了几个超级传播者外，它还没有
完全适应人，如果适应的话恐怕会完全是另
外一个景象。而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毒性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降低，变成像 229E、OC43
一样的病毒。但有可能会付出很多代价，发很
多次病。
“SARS病毒确实很‘诡异’，但没有那么

可怕。不会再出现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情
况。”他说，“如果想要知道一个病毒在人群中
有多广的流行，第一要有办法检测它的抗体、
病原、基数等等很多指标进行长期监测。要鼓
励我国的科学家在自己专业内，长期对疾病
进行观察、追踪。这时自然而然，病毒有什么
改变，有什么新的暴发，马上就会知道。而在
这些方面我也看到了中国同行的进步。”

在哪里

袁国勇告诉《中国科学报》，由于有将近
70%的传染性疾病来源于动物，他们开始了对
动物的病毒检测，共发现了 41 种新病毒，并
得到了完整的基因序列。其中 21种是冠状病
毒。包括从人体分离出的 HKU1（港大 1 型），

这种冠状病毒只会引起轻微的呼吸道感染，
但对于 10%的老龄或有免疫系统问题的患者
是致命的。其他冠状病毒都是在蝙蝠、鸟类、
猫、狗、猪、牛、羊、老鼠中发现的。

2005 年，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及
美国、澳大利亚的研究小组共同在《科学》杂
志上发表论文称，在菊头蝠属的 4个种里发现
了 SARS 病毒抗体和基因，基因序列分析表
明，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与人 SARS冠状病
毒基因组序列同源性达 92%。

管轶在 2005 年到 2007 年对每一种冠状
病毒进入不同动物的时间都进行了综合的、
精确的计算。并且得出了蝙蝠是所有哺乳类
冠状病毒的总自然宿主这一结论。他说：
“SARS 冠状病毒从蝙蝠到这些野生动物身上
的进化时间相差 17到 23年。在这 17到 23年
经过了怎样的进化过程，还是研究上的一个
空白。换句话说，这其中是否有其他动物介
入，还不知道。”

2008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发论文称，蝙
蝠的 SARS样冠状病毒并不能结合人与果子狸
的 ACE2分子，而 SARS冠状病毒的 S蛋白也不
能结合蝙蝠 SARS样冠状病毒的 ACE2分子。这
也证实了，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想要感染果子
狸等动物还需要一个进化过程。

但可以确定 SARS 冠状病毒依然存在于
自然宿主中。袁国勇认为，如果 SARS想要卷
土重来，最好的路径恐怕就是野生动物市场，
制造大量野生动物的聚集和交叉感染，并与
人类接触。因此必须坚持取缔野生动物市场
的政策。

“人造病毒的风险性往往被人忽视。”中国
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研究员陈继明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许多令人恐
怖的病毒，如引起 1918 年全球流感大流行的
病毒、埃博拉病毒、能够在哺乳动物中快速传
播的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等，都已
被一些实验室人为制造出来。

陈继明认为 SARS 病毒至今也不能排除是
人造的，因为这 10 年来，虽然经过诸多调查，
没有人从自然界找到 SARS 病毒确切的储存
宿主。

在他看来，国内有能力、有条件制造病毒
的实验室就有数十家，发达国家人为制造病毒
的能力更强。这些人造的病毒一旦故意或不小
心泄漏到实验室外，就有可能引起严重的疫
情。实验室泄漏致命病毒的事件发生并不罕
见。2003 年至 2004 年，曾在中国内地、中国台
湾和新加坡三地，发生过 SARS 病毒实验室泄
漏事件。

为有效防控人造病毒带来的巨大风险，陈
继明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是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内机构应该建
立严格的审查机制。未经相关部门许可，不允
许进行人为制造病毒，否则就是违法犯罪的行
为，并且未经相关部门许可，利用人为制造的
病毒进行的科学研究，不得发表和申报奖励。
目前，对于我国诸多实验室制造新型的病毒而
言，根本没有人去监管和审查。

虽然有些科学家认为这类的审查可能会
扼杀“学术自由”，但陈继明认为学术自由不能
以牺牲老百姓的健康生命为代价，因此必须建
立严格的审查机制。

二是提高快速识别病毒的能力。国内外在
这方面的科技能力发展都比较迅速。利用一些
高新技术，如新一代高通量核酸测序技术，就
能建立各种已知和未知病毒快速识别系统，使
之成为我国防控各类自然产生或人为制造新
病毒引发严重疫情的“导弹防御系统”。预计这
个系统将成为我国生物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保
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传染病疫情的控制有时应该考虑它
的危害程度，不能完全依赖于疫情诊断结果。
以 SARS 为例，当年，人们很早就知道这个疫
情致死性强，传播速度快，因此非常严重，所以
应该立即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而不是要等
候疫情的诊断结果，否则就可能导致疫情大范
围扩散，丧失扑灭疫情的最佳时期。

人员隔离、移动控制、消毒等许多有效防
控各类传染病的通用措施，也不需要疫情诊断

的结果。
由于人类卫生状况的改善和防控技术的提

高，一些诊断为霍乱、鼠疫等甲类传染病的疫情，
实际危害并不大；而一些过去认为危害并不严重
的传染病，有时也会引起严重疫情。

例如，2005 年 7 月，四川暴发人猪链球菌
疫情，在疫情确诊时已有 17 人死亡。

但是，由于这起疫情被确诊为猪链球菌病
这个普通的传染病，政府并没有及时大规模宰
杀疫区可能受感染的猪，对于病死猪也没有完
全做到无害化处理，结果导致人间疫情又持续
了 1 个月左右，新增了 157 例感染者，其中 20
多个病例死亡。

陈继明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传染病疫
情的控制也应该考虑它的危害程度。陈继明曾
经提出了人类传染病危害程度的分级方案，发
表在《国际传染病杂志》上。这个方案涉及到临
床症状的严重程度、传播特性、感染人数、与家
养动物的关系等 4 个方面。陈继明对这 4 个方
面进行评分，然后据此将人类传染病的疫情分
为 6 个级别，第 1 级到第 6 级分别属于危害轻
微的、中等的、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和极端严重
的疫情。

SARS，至今看来，都是一个夹杂了恐惧、迷
惘、抗争、希望等多重含义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
的数据显示，2003年的 SARS，仅在中国大陆就
造成了 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

10年的时间节点，它所带来的阴霾依旧让
人不敢忘记。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改变了很
多人的命运，对于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救援
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回头看
看那一年的人和事，反思这场浩劫带给我们的遗
产和认知，也有助于未来。

信息不透明带来恐惧

“SARS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长期被忽视
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防线
的脆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教育系教
授钮文异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信息
的不透明为不确定因素和小道消息提供了温床，
协助了第一波 SARS病毒成功“抢滩登陆”。

2002年年末，钮文异当时在做公共卫生和
健康教育的工作，那时候他就零星地听到一些消
息，呼吸道疾病、传染性强、有别于其他流感……
那时候的 SARS，就像披着面纱的瘟神，在人们
懈怠、不知情的状况下恣意蔓延。

2002年 12月 24日，距离北京近 2000公里
外的广东省河源市，《河源日报》刊载的一条报道
中提到，河源发现了病例，初步命名为“不明原因
的非典型性肺炎”。文章结尾说，“尚未形成疫
情”，这是国内第一篇关于 SARS的公开信息和
新闻报道。事实上，当时的河源市已经出现了抢
醋、抢药的恐慌状况。罗红霉素和其他抗生素开
始脱销，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周边地区。

钮文异发现，同时期的北京，不仅是普通老
百姓，包括许多医务工作者在内，对这种未知的
疾病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于是他开始做功课，
搜集一些相关的材料，尤其是预防 SARS的方
法，编辑成册。2003年 3月初，北京市卫生局结
合当时的 SARS疫情给卫生人员作了一次培训，
钮文异准备的材料派上了用场，并详细地作了一
次演讲。
“但这个时候已经错过控制疫情第一时间，

疫情已经蔓延开了，各种不靠谱的预防措施脆弱
不堪。”钮文异说，当时很多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
的身体健康，用熏醋及服用板蓝根等方式来预防
SARS，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两种方式对预防

SARS有明确的效果。

防控失衡

事实上，SARS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应对
大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经验，政府害怕社会恐
慌，没有及时发出有关疫情的真实信息，也没有
让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有关信息，更没有及时向国
际组织传播疫情信息。
抗击 SARS的旗帜性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疾病信息的覆盖
和上报，个别地区上报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不够
准确，“这与某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
自己的政绩有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

家曾光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隐瞒疫情不
是某一个人的责任，那是多年来长期形成的积
弊，有很强的惯性。

SARS让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乱了阵脚，过量
消毒便是突出的问题之一。
“记得那时候去科技部开会，走到大楼的门

口，就有专人用那种喷农药的喷头对来开会的人
一顿喷，身上都喷湿了才算数，这不仅对人有危
害，对环境也是如此。”钮文异表示，当时大街小
巷，包括很多老百姓家里都喜欢用消毒液，普遍
使用的消毒剂主要是过氧化物类消毒剂和氯制
剂。过氧化物类消毒剂多用于空气消毒，不会对
环境造成多大污染。

氯制剂则不同。氯制剂在水中分解成次氯
酸，在杀菌的同时也易与其他有机物中的碳源发
生卤代反应，生成三氯甲烷、四氯化碳等难以被
自然环境降解的致癌物质。这些有毒物质可在水
中长期存在，造成水环境的公害与污染。防治
SARS时，大量氯系消毒剂用于医院和公共场所
的消毒，致癌物质二次污染的问题同样也被人忽
视了。

激素疗法的对与错

无论如何，信息不灵和预警机制的匮乏，都
造成了 SARS防治过程中的诸多困难。SARS期
间，针对广州治疗 SARS的经验中有“五早”的提
法：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早用皮质激素、早上
呼吸机。钟南山是第一个提出治疗 SARS病人可

以采用皮质激素治疗。但他当时就指出，用“五
早”来形容当时的治疗手法不够科学，前三项虽
然没问题，但后两种方法不该被滥用，应该是合

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合
并症。
早在 2009年，曾有媒体报道称，“北京登记

有 SARS后遗症患者约 300人；民间调查显示
80%因病离岗，60%家庭变故。骨坏死、肺纤维化、
抑郁，几乎是非典后遗症患者的普遍状态”。

激素的疗效和毒副作用在医疗界是常识，
大量、长期使用激素可诱发股骨坏死。对此，钟
南山认为，主张使用皮质激素是有科学依据的。
他曾对 38 例使用皮质激素的 SARS 病人进行
了回顾性调查，发现有效比例达 53%。“而这 38
例病人，在我看来如果当时不采用激素疗法会
全部死亡。”

同时他也强调，皮质激素的使用必须合理，
时机、剂量必须适合，疗程须妥善把握，不能长期
使用而且并不是使用越早越好。“然而遗憾的是，
有些地方剂量超标，有的剂量甚至高于广东
5~10倍。”他说，广东在使用皮质激素上一直坚
持适量适当的原则，例如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
研究所只有 70%的病人使用了激素。
事实上，钟南山当时总结出的方法后来发表

在国际医学杂志上，并得到了“减少 SARS死亡
率，缩短住院时间”的肯定，“而从广东地区总结
的数据来看，股骨头坏死的比例只有 2.4%，这是
一个很低的数字”。
方渤，这位曾以 SARS康复者身份出现在诸

多媒体中的人士，也被股骨坏死折磨得痛苦不
堪。今年 1月 31日，他在腾讯微博上发出求救
信，谈及他这样的 SARS后遗症患者群体生存艰
难，绝大多数人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有人瘫
痪、有人患癌症。揭示了过量使用激素治疗
SARS导致的免疫力下降、股骨坏死等症状，以及
由此带来的对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现代医学讲究科学，但也讲究经验，对于不
同的病例应该如何使用剂量，当时很多医生没有
参照系，对于个体的差异性难以把控，甚至摸不
着头脑，因此出现了盲目的使用剂量，甚至抱着
“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造成了现在的状况。
钮文异说，“当时的经验只能来源于广东，但南北
气候的差异、身体素质的差异、医疗环境的差异
等等因素，都成了那时横亘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的
难题”。

钮文异表示，治疗 SARS的特效药至今也
没有面市，采用激素治疗的方法就算在十年后
的今天来看，仍然是正确有效的治疗手段。而在
2003年医疗系统开始救治初期，“先救命”是医
护人员的第一反应，把责任全部推给他们也是
不公平的。

防与治留下的是是非非
姻本报记者 童岱

10年的时间节点，SARS所带来的阴霾依旧让人不敢忘记。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改变了很多人

的命运，对于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救援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回头看看那一年的

人和事，反思这场浩劫带给我们的遗产和认知，有助于当下，也有助于未来。

警惕人造病毒的巨大风险
姻本报记者童岱

对于现在病毒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而言，人为
制造各类病毒已经不是难事。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2003年 SARS病毒暴发时，在全无经验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诸多患
者病愈后出现股骨头坏死症状，以及肺部功能障碍和其他药物副作用反应。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SARS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长期被忽视的
公共卫生问题，以及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防线的
脆弱。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北京大学教授钮文异认为 SARS 留下的遗
产和认知，就像他在办公室里堆放的书籍和资
料，需要时间逐步消化。 本报记者童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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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菊头蝠被指为 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